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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0年福建省土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影响因素
蒲佳豪1,2,陈松林1,2,杜峯屹1,2

(1.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350117;2.福建省亚热带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350117)

摘 要:[目的]分析福建省县域土地利用转型主导驱动力与影响因素的时空特征,构建土地利用转型影

响因素逻辑分析框架,为福建省土地利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方法]基于2000,2010和2020年福建省

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理论分析法、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综合指数法、地理加权回归(GWR)等
方法,构建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逻辑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福建省土地利用转型主导驱动力、地类

转移、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结果]①福建省各地区呈现出以发展型经

济—生态安全驱动力为主要动力的发展趋势;②2000—2020年福建省建设用地增加了2897.45km2,主要

由耕地转换而来,其次为林地和草地;③福建省县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呈现出“条带状”空间特征,形成福

州—莆田—厦门高级形态区以及福鼎—闽侯—仙游—安溪—诏安和武夷山—南平—三明—龙岩中级形态

区;④交通密度和城市化是福建省土地利用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福建省应该加强内陆和沿海、

偏远地区和市区之间的交通建设,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时深入推进新时代山海协作,充分发挥福州、厦
门等沿海城市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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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InfluencingRecessiveTransformationofLandUsein
FujianProvinceDuring2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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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11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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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thedominantdrivingforcesandinfluencing
factorsofcountylandusetransitioninFujianProvincewereanalyzed,andalogicalanalysisframeworkof
influencingfactorsoflandusetransitionwasconstructed,inorder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high-quality
developmentoflanduseinFujianProvince.[Methods]Basedonlandusedataandsocio-economicdatafor
FujianProvincein2000,2010,and2020,weconstructedalogicalanalyticalframeworkofthefactors
influencinglandusetransformationbyusingatheoreticalanalysismethod,alandusetransfermatrix,a
comprehensiveindexmethod,and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Basedonthesemethods,weconducteda
systematicanalysisonthedominantdrivingforceoflandusetransformation,theshiftoflandclasses,the
spatialand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implicitlandusepatterns,andtheinfluencingfactorsinFujian
Province.[Results]① RegionsofFujianProvinceshowedadevelopmenttrendwitheconomic-ecological
securityasthemaindrivingforce;② TheareaofconstructionlandinFujianProvinceincreasedby2897.45km2

during2000—2020,beingmainlyconvertedfromarableland,followedbyforestlandandgrassland;③Land
userecessivemorphologyinFujianProvinceshoweda“strip-like”spatialcharacteristic,formingtheFuzhou-



Putian-Xiamen high-levelzone and the Fuding-Minhou-Xianyou-Anxi-Zhaoan and Wuyishan-Nanping-
Sanming-Longyanintermediatemorphologyzones;④Trafficdensityandurbanizationwerethemainfactors
influencinglandusetransformationinFujianProvince.[Conclusion]FujianProvinceshouldstrengthen
transportationconstructionbetweeninlandandcoastalareas,andbetweenremoteandurbanareas.Fujian
Provinceshouldalsoimplementanew urbanizationstrategy,andatthesametimefurtherpromote
mountain-seacooperationinthenewera,andgivefullplaytotheleadingroleofcoastalcitiessuchasFuzhou
CityandXiamenCity.
Keywords:landusetransformation;recessivemorphology;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GWR);Fujian

Province

  土地利用是指人类为获取一定的经济、环境或政

治福利(利益),而对土地进行保护、改造并凭借土地

的某些属性进行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的方式、过程

及结果[1]。土地利用转型是指在经济社会变化和革

新的驱动下,一段时期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

相对应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转变的过程[2]。土地利

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的核心概念,可分为显性形态

和隐性形态两种类型[3]。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

断发展,人们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增加,加速

了土地利用转型,继而导致土地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矛

盾不断加剧。因此,分析土地利用转型特征及影响因

素,对深入理解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制定符合实际的

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对策具有重要意义。自龙花楼[4]

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引入国内,已有诸多学者针对

土地利用转型进行研究,主要包括转型诊断[5]、时空

特征与模式[6-8]、驱动机制[7,9-11]、耕地利用转型[12]、
社会—经济—生态效应[13-15]、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重

构的关系[16]、模拟预测以及优化调控[17-18]、转型理论

与假说等[2,19-21]。但这些文章大多关注区域土地利

用显性转型,隐性形态方面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仍旧

不足。相关研究主要见于张玥等[22]对中国土地利用

隐性转型与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关联的研究。宋佳

鹏等[23]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

福建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与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
马丽君等[11]对中国省际土地利用隐性转型影响因素

的研究。在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方面,主要包括

2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基于丰富的自然、社会、经济等

数据,通过分析模型,来解析土地利用转型与影响因

素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基于对土地利用转型因果关

系的分析,深入理解土地利用转型内在机理。而近些

年对于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的研究大多采用第1种分

析方法,对第2种分析方法的运用明显不足。将2种

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更是缺乏。2种方法

结合既能够从理论层面深入挖掘土地利用转型的内

在逻辑,又有定量数据支撑。因此,通过理论分析构

建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逻辑分析框架,然后在此框

架之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应有更强的解释力。

2000—2020年福建省工业化能力不断提升,城
市化转型加快。同时福建省不同区域间发展差异显

著,分析福建省土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影响因素有较大

的参考价值。基于此,本研究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
基于3期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利用理论分

析法、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综合指数法、地理加权回归

(GWR)等方法,构建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逻辑分

析框架,分析福建省县域土地利用转型主导驱动力与

影响因素的时空特征,以期深入理解福建省土地利用

转型机制,为福建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逻辑分析框架

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利用转型都表现为人类活

动所导致的土地属性的变化,二者在时间尺度、空间

尺度、驱动因素、价值主体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21]。
同时,土地利用转型是土地利用变化的表现形式之

一,因此有关土地利用变化的传统研究方法无疑可用

作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24]。人与土地是土地利用的

两个核心,因此不能脱离土地利用的主体来研究土地

利用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利用转型主要源于

两方面原因:①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人们对土地的需

求发生改变而导致的土地利用转型,可称之为主动性

转型;②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土地使用者或管

理者不得不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而导致的土地利用转

型,可称之为被动性转型。

1.1 驱动力与间接影响因素内涵解析

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直接影响因素

和间接影响因素。直接影响因素是指通过土地使用

者或管理者的决策直接导致土地利用转型的因素,其
又可分为表层影响因素和深层影响因素。其中,表层

影响因素是指一定地点上的直接人类活动,包括城市

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森林砍伐等[21];深层影响因素

是指直接驱动土地管理者或使用者做出决策的原因,
可称之为驱动力,驱动力由不同区域当地社会经济等

的主要矛盾决定,起主要作用的驱动力可称为主导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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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间接影响因素指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技术、
区位等能够对驱动力产生影响的因素。

1.2 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内涵解析

如果仅将土地看作生产要素或经济资源,运用土

地利用的基本竞争模型就能够解释土地利用转型的

动因,其核心思想是“土地资源趋向于向那些出价最

高的经营者手中转移,趋向于向那些收益最大的用途

转移[1]。”但土地是生态环境的载体,也具有公共事业

性质(如农业)。因此需要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进

行综合分析。
(1)个体行为驱动,主要有两种类型:①生存型

经济驱动,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品经济

不发达,人口自然增长和土地质量下降往往造成农业

用地不断扩张的地区;②发展型经济驱动,主要存在

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区。由于

城市化速度较快,耕地被非农用地占用现象比较

严重。
(2)社会行为驱动,也主要包括两种类型:①环

境安全驱动,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改变了地表覆被状

况,破坏了环境而使原来的土地利用活动无法继续,
这会迫使人们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以保护生态。同时

随着经济发展,人类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将促使土

地利用的宏观主体采取相关措施保护环境。②粮食

安全驱动: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在某些区域会对土地

利用转型产生重要影响。粮食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在
国际形势和自然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保证一定的

农业用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表1)。

表1 不同类型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指标特征

Table1 Characteristicsofdrivingforcesoflandusechange

指 标    
生存型

经济驱动
发展型

经济驱动
生态安
全驱动

粮食安
全驱动

人均GDP 低 高 或高

单位GDP人力投入量 高 低

农村人口比例 高

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比例 高 低

城市化率 高

建设用地面积比例 — 高 —

农林水事务支出 高

林地面积比例 高

人均粮食产量 低 高

1.3 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逻辑分析框架构建

最早由巴洛维提出应在自然条件的可能性、经济

的可行性以及体制的可容性三重框架下解释人类的

土地利用活动,之后Platt设计了一种互动关系模式

对其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被李秀彬[1,11]称为“土地

利用—环境效应—体制响应”反馈环引入中国,并不

断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将反馈环进行改进,得到了

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逻辑分析框架(图1)。土地

利用转型间接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社会、自然等要素,
属于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它们通过影响深层影响

因素(管理系统)和表层影响因素使土地发生主动性

或被动性转型。当转型发生时,又会反过来影响管理

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因此土地利用转型

机制就体现为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在逻辑

分析框架内沿作用路径的级联驱动效应。

图1 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逻辑分析框架

Fig.1 Logicalanalysisframeworkofinfluencing
factorsoflandusetransformation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省会福州市。全省辖

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三明、莆田、南平、龙岩、宁德

9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下设11个县级市、

31个市辖区和42个县(含金门县)。全省陆地面积

1.24×105km2,海域面积1.36×105km2,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境内山地、丘陵占全省90%以上,境内有

闽江、晋江、九龙江和汀江4大水系,森林覆盖率排列

全国第一。

2.2 数据来源

以10a为间隔,选取2000—2020年作为研究时

段。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福建统计年

鉴》,高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

中(http∥www.resdc.cn/),土地利用数据由中国科

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土地利用遥感监

测数据计算所得,栅格大小30m×30m。在研究期

内,福建省行政区划有多次调整。2014年建阳、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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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设区。2017年长乐市划入福州市辖区,改为长

乐区。基于数据连贯的要求,对上述区域按照福建省

2020年的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同时,为了保持研究

单元的整体性,将各设区市的市辖区归并处理,处理

后共64个研究单元。

2.3 研究方法

2.3.1 驱动力指数选取与计算 计算各研究单元驱

动力指数所依据的指标,是根据不同类型土地利用转

型驱动力的特征选出,包括:人均GDP、单位GDP人

力投入量(人/亿元)、农村人口比例、粮食播种面积增

加比例、城市化率、建设用地面积比例、农林水事务支

出、林地面积比例、人均粮食产量等9项。以全省平

均水平为100对各指标值做指数化处理,得各县级行

政单位指标指数矩阵X(表4)。根据不同类型驱动

力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表1),参考相关研究[1],综
合确定权重矩阵N(表5)。最终利用公式(1)计算出

各县级行政单位驱动力指数F。以平均水平100为

基准,某一研究单元的某类驱动力指数越高,表明其

在该地区作用越强;反之,则弱。

F=XNT (1)

2.3.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以

直观地表示一段时间内土地利用的变化值和方向,揭
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面积流动的时空演变,计算

方法为:

Sij=
s11 … S1n

︙ ︙ ︙

Sn1 … Snn

(2)

式中:Sij为i类用地转为j类用地的土地面积;n 为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i,j分别为转移前后的土

地利用类型。

2.3.3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指数

(1)指标体系。根据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概念

和已有研究[11,22-24],选取投入、产出与产权变化3类

指标,构建复合指标体系(表2),以期进一步提高指

标的包容性,并规避指标的共线性。投入方面,用建

设用地面积比例、人口密度和地均地方财政支出表

征。投入与产出是人地系统中最基本的双向作用过

程,建设用地面积比例反映了土地投入水平,人口密

度和地均财政支出反映了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水平;产
出方面,选用地均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三产

业比例及地均粮食产量表征。其中,地均产值直接反

映了土地利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消费品总额反映了

居民生活水平,第三产业比例反映产业结构状态,地
均粮食产量则间接反映粮食安全程度;产权方面,由
城市化率体现。城市化率提高伴随着农村土地变更

为城市土地,从侧面表现了土地产权变化。
(2)综合指数模型。引入并计算土地利用隐性

形态指数,取值[0,1],数值越大表示土地利用隐性形

态越高级。计算公式[25]为:

L=∑
n

i=1
xi'wi (3)

式中:L 为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指数;xi'为第i项指标

的标准化值;wi 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通过变异系

数法确定。
为消除数据量纲差异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在

进行计算之前用极值处理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公

式为:

  xi'=
xi-mi

Mi-mi
  (正向指标) (4)

  xi'=
Mi-xi

Mi-mi
  (负向指标) (5)

式中:xi'为第i项指标的标准化值;xi 为第i项指标

的原始值,Mi=max{xi},mi=min{xi}。

表2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指标体系

Table2 Indexsystemforrecessivelandusemorphology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属性

土
地
利
用
隐
性
形
态

建设用地面积比例/% 正向

投 入 人口密度/(人·hm-2) 正向

地均地方财政支出/(万元·hm-2) 正向

地均产值/(元·hm-2) 正向

产 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正向

第三产业比例/% 正向

地均粮食产量/(t·hm-2) 正向

产权变化 城市化率/% 正向

2.3.4 地理加权回归

(1)模型选择。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空间

对象及其属性特征在空间分布上的决定性特征,随着

空间距离增大,其关联作用呈衰减的规律。GWR能

够直观探测这种空间关系的非平稳特性。因此,运用

ArcGIS10.7软件进行土地利用转型间接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相较于传统统计方法更加准确。基础

GWR模型表达[26]为:

yi=β0(ui,vi)+∑
m

k=1
βk(ui,vi)xik+εi (6)

式中:(ui,vi)为回归分析点i的坐标;yi 为在位置i
处的因变量值;xik为位置i处的自变量值;β0(ui,

vi)为截距;βk(ui,vi)为回归分析系数。GWR的核

心是权重的确定和带宽的选择,选择Bi-square函数

作为核函数,采用最小AICC 值确定最佳带宽。
(2)模型构建。以上文土地利用隐性转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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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理论分析为基础,参考相关研究[15],并经过多重

共线性检验,同时结合指标的可获得性,最终确定自

然因素包括平均高程,人口因素用城市化率和人口密

度表征,用GDP值、人均粮食产量表示经济发展,选
用交通密度来表征区位因素(表3)。各研究单元平

均高程是在ArcGIS软件里使用DEM数据通过分区

计算所得。经济社会数据通过 ArcGIS软件实现定

量化和空间化。

表3 土地利用隐性转型间接影响因素

Table3 Indirectinfluencingfactorsofrecessive
landusetransformation

类 别 影响因素 数据描述   
自然环境 高 程 县域平均高程

人口增长
城市化率 县域常住城市人口比例

人口密度 县域总人口/总面积

经济发展
GDP值 县域GDP总量

人均粮食产量 县域粮食产量/人口数量

区位因素 交通密度 县域公路通车里程/总面积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指数时空特征

表4—5分别为指标指数矩阵 X 和驱动力权重

矩阵N,表6为福建省部分县级行政单位驱动力指数

计算结果,将数值最大的前两种驱动力作为主导驱动

力,并根据主导驱动力将福建省划分为以发展型经

济—生态安全驱动力为主的地区、以发展型经济—粮

食安全驱动为主的地区、以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驱动

为主的地区、以生态安全—生存型经济驱动力为主的

地区和以生存型经济驱动力为主的地区5类(图2)。

①以发展型经济—生态安全驱动力为主的地区2000
年有15个,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内陆市辖区连线地带,
形成两带平行分布态势,2020年增加到25个,主要

分布于沿海地带,有连片发展的特征。这说明福建省

的土地利用和社会发展越发受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

护影响,且发展较好的地区对周围地区有“溢出效

应”。②以发展型经济—粮食安全驱动为主的地区

2000年有4个,主要分散分布于发展型经济—生态

安全驱动为主的地区之间。2020年该类地区全部消

失,都转换为以发展型经济—生态安全驱动为主的地

区。这说明经过20a快速发展,这些区域的土地利

用形态格局冲突得到缓解,土地利用形态格局达到新

的平衡。③以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驱动为主的地区

2000年有31个,主要分布在内陆市辖区以外的地

区。2020年减少到28个,且分布更加集中。这类地

区人均粮食产量高,林地面积比例大,且部分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政府重视生态建设和保护。因此代

表粮食安全的耕地和代表生态安全的林地之间的冲

突形成了该类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冲突格局。④以

生态安全—生存型经济驱动力为主的地区2000年有

12个,主要伴随沿海发达城市离散分布。此类区域

分布有以下特征:靠近沿海发达地区但不直接临海,
或是 临 海 但 位 于 边 界 地 区。2020年 数 量 减 少 到

11个,其分布仍满足以上特征。这说明发展较好的地

区不但具有“溢出效应”,还可能与周边地区拉大差距,
呈现“磁场效应”。⑤以生存型经济驱动力为主的地区

2000年有2个,分别为政和县和邵武市。2020年该

类地区在福建消失,政和县和邵武市都转型为以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驱动为主的地区。

表4 福建省2000年各县级行政单位指标指数矩阵(X)

Table4 IndexmatrixofcharacteristicofeverycountyinFujianProvincein2000

地 区
人均产出

指数
(X1)

单位产值
人力投入
指数(X2)

贫困
指数(X3)

粮食播种
面积增加
指数(X4)

城市化
发展指数
(X5)

非农建设
占地指数
(X6)

政府生态
投资指数
(X7)

生态
重要性

指数(X8)

人均余粮
指数(X9)

全省平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福州市辖区 295 26 31 0 371 329 897 97 10
厦门市辖区 357 21 62 0 249 394 476 51 44
莆田市辖区 90 35 70 4868 216 169 228 61 96
三明市辖区 184 41 32 0 368 52 135 118 37
泉州市辖区 198 37 83 0 165 335 342 61 33
漳州市辖区 174 44 64 0 239 326 305 65 14
南平市辖区 104 74 65 0 237 15 157 115 68
龙岩市辖区 163 46 73 0 204 66 238 129 74
宁德市辖区 86 89 98 0 107 29 117 101 77

  注:考虑到研究样本数量较多,故只列出2000年9个市辖区指标指数矩阵。

604                   水土保持通报                     第43卷



表5 不同类型驱动力计算权重矩阵(N)

Table5 Coefficientmatrixincomputationofdifferenttypeofdrivingforces

驱动力类型 人均GDP
单位GDP
人力投入量

农村人口
比例

粮食播种面积
增加比例

城市化率
建设用地
面积比例

农林水
事务支出

林地面积
比例

人均粮食
产量

生存型经济驱动 0 0.3 0.5 0.2 0 0 0 0 0
发展型经济驱动 0.3 0 0 0 0.4 0.3 0 0 0
生态安全驱动 0.2 0 0 0 0 0 0.2 0.6 0
粮食安全驱动 0 0 0 0 0 0 0 0 1

图2 福建省2000年和2020年县域土地利用主导驱动力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distributionofMaindrivingforceoflanduseatcountylevelinFujianProvincein2000and2020

表6 福建省2000年各县级行政单位驱动力指数矩阵(F)

Table6 Indexmatrixofdifferenttypeofdrivingforcein
everycountyofFujianProvincein2000

地区 生存型经济 发展型经济 生态安全 粮食安全

福州市辖区 23 335 242.0 10
厦门市辖区 37 324 130.0 43
莆田市辖区 52 164 89.0 96
三明市辖区 28 217 106.0 37
泉州市辖区 52 225 112.0 32
漳州市辖区 45 245 108.0 13
南平市辖区 54 130 115.0 68
龙岩市辖区 50 150 134.0 73
宁德市辖区 75 77 102.0 77

  注:考虑到研究样本数量较多,故只列出2000年9个市辖区驱动

力指数矩阵。

3.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

利用ArcGIS10.7软件,计算2000—2020年福

建省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7),结果表明,从整体数

量看,福建省面积最大地类为林地,其次为耕地、草
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从数量变化角度来

看,20a间福建省耕地面积减少最多(1749.6km2),
其次为林地(712.3km2)和草地(590.51km2),建设

用地增量最大,增加了2897.45km2;从地类间转移

角度看,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由耕地转换而来,其次是

林地和草地。林地与草地之间相互转移的情况也比

较明显,其他各地类间也均能发生转移。

3.3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指数时空特征及间接影响因素

3.3.1 时空特征 根据2000,2010和2020年福建省

64个县级行政单元土 地 利 用 隐 性 形 态 综 合 评 价

结果,采用自然断裂法,经过调整后,将土地利用隐性

形态分为5类并绘制时空分布图(图3)。研究表明,
福建省县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呈现出“条带状”空间

特征,形成了福州—莆田—厦门高级形态区、福鼎—
闽侯—仙游—安溪—诏安,以及武夷山—南平—三

明—龙岩中级形态区,其他区域为低级形态区,镶嵌

分布于高级和低级形态区之间。福建省沿海地区有

“溢出效应”,高级与中级形态区逐渐连成一片,形成

环状区域包围低级形态区,有吞掉低级形态区的趋

势,这说明福建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整体上往更高级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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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福建省2000—2020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le7 TransfermatrixoflanduseinFuji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km2

年份及土地
利用类型

2020年面积

耕 地 林 地 草 地 水 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 计

积
面

年
0002

耕 地 19660.12 639.58 177.00 153.26 1705.77 1.02 22336.76
林 地 677.97 73741.20 869.71 111.48 890.91 18.50 76309.76
草 地 152.24 1136.41 17351.21 26.99 351.61 3.41 19021.87
水 域 34.82 48.60 18.48 1281.47 178.99 6.29 1568.66
建设用地 61.27 25.90 12.04 133.05 2209.27 0.07 2441.61
未利用地 0.75 5.76 2.91 0.59 2.50 76.19 88.70
总 计 20587.16 75597.46 18431.36 1706.84 5339.06 105.49 121767.36

图3 福建省2000,2010和2020年县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指数

Fig.3 RecessivelandusemorphologyindexinFujianProvincein2000,2010and2020

3.3.2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间接影响因素 分别构建

GWR模型,分析200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隐性转

型和自然经济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发现,

2000年和2020年GWR模型的残差平方和(RSS)和
AICc值都小于全局回归模型(QLS),R2 和调整后

R2 都大于QLS,说明本研究中构建的GWR模型,在
模型精度和模型拟合优度上都优于QLS,且R2 都在

0.9以上,模拟结果较为准确(表8)。

表8 QLS与GWR模型精度和拟合优度

Table8 AccuracyandfittingresultsofQLSandGWRmodel

年份 类型
残差平方和
(RSS) R2 调整后

R2 AICc

2000年
QLS 0.065 0.96 0.95 -241
GWR 0.026 0.98 0.97 -263

2020年
QLS 0.047 0.97 0.96 -262
GWR 0.032 0.98 0.97 -278

  注:AICc 综合反映模型结果的拟合优度和模型复杂程度。将

GWR和QLS的AICc值进行对比,当差值大于3时,可认为模型结果

具有显著不同。

从表9可以看出,2000年城市化、交通密度为主

要影响因子。2020年交通密度、城市化仍发挥主导

作用,但其作用方向与力度具有时空差异性。自然因

素方面,2000年高程对土地利用隐性转型同时存在

正向和负向作用力,平均力度为0.000024,作用力度

由沿海向内陆逐渐减弱,作用方向由东北向西南逐渐

由正转负。2020年福建省几乎全域,高程对土地利

用隐性转型起阻碍作用,平均力度为-0.000034(图
4a,d);人口因素方面,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始终有利

于土地利用转型。城市化率平均作用力由0.280008
降为0.199289,说明其作为主要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有所下降。城市化率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影响呈

现从沿海到内陆递减的特征(图4b,e)。人口密度也

呈现出梯度分布特征,2000年由西南到东北部递减,

2020年从东南沿海到西北逐渐递增(图4c,f);关于

经济因素,GDP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影响始终为

促进作用,但其平均作用力有所下降。2000年呈现

出从沿海向内陆逐渐增强态势。2020年则呈现出从

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的情况(图4g,j);粮食安全方

面,人均粮食产量始终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具有推动

作用。2000年人均粮食产量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

影响从南到北逐级递减。2020年人均粮食产量的推

动作用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呈现出从东北、东南、西南

向西北包围态势(图4h,k);关于交通因素,交通发展

对土地利用隐性转型有重要影响。2000年其作用力

正负同时存在,平均作用力为-0.945130,且从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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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内陆有明显梯度特征。沿海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厦

漳泉城市群,交通密度对其土地利用隐性转型有促进

作用。2020年,随着内陆地区加速发展,交通密度对整

个福建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都有促进作用,呈现出由

沿海到内陆逐渐减弱的梯度特征(图4i,4l)。

表9 2000年和2020年影响因子对福建省

土地利用转型的作用情况

Table9 Impactofinfluencingfactorsonlandusetransformationin
FujianProvincein2000and2020

影响因子 
2000年

方向 作用力

2020年

方向 作用力

高 程 正向/负向 0.000024 负向 -0.000034
城市化 正向 0.280008 正向 0.199289
人口密度 正向 0.026039 正向 0.013123
GDP值 正向 0.000611 正向 0.000021
人均粮食产量 正向 0.099027 正向 0.035409
交通密度 正向/负向 -0.945130 正向 0.844404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从研究结果来看,福建省各地区呈现出向以发展

型经济—生态安全驱动力为主要动力的发展趋势。
这主要与福建省的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和政策环境有

关。研究期内,福建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速度快,
在各用地类型能获得利益多少的比较下,耕地不断转

化为非农建设用地,以满足发展需要为目的的城镇土

地开发利用是土地利用转型的主导力量。同时,沿海

地区经济水平较高,居民往往更加重视生活质量,从
而督促政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生态建设。经济发

展、城市扩张和生态保护主导了该地区土地利用形态

冲突格局。所以发展型经济—生态安全驱动为主的

地区逐渐增多。间接影响因素方面,高程对福建省土

地利用隐性转型作用力度和方向的变化主要是因为,

2000年福建省处于城市化进程初期,城市扩张有足

够的土地供给,因此高程对土地利用的阻碍作用还未

完全显现,在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促进作用,沿海地

区经济较发达,土地投入力度大,土地利用隐性转型

对高程较敏感。因此,高程在沿海的作用力度往往大

于内陆。随着低海拔地区土地开发殆尽,土地利用主

体开始对海拔较高地区进行开发,这使得土地开发难

度加大。关于交通,2000年在内陆地区对转型产生

阻碍作用,而在沿海地区产生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

为沿海地区在地形、区位、人口以及政策等方面有较

大优势,该区域在交通建设上投入资金更多,收益更

大,而内陆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交通发展缓慢,这
一时期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形成“磁吸”效应,在城际交

通改善的情况下,内陆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间接

阻碍了内陆地区隐性形态的提高。
方法或模型的选择是土地利用转型和影响因素

关系定量分析的关键。龙花楼等[27]和陈龙等[28]运用

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分别对长江沿线样带和江苏省土

地利用转型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统计分析,定量诊断

出各影响因子贡献作用大小;刘永强等[29]利用普通

最小二乘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综合分析得到黄淮海平原农区土地利用转型

与驱 动 因 子 之 间 的 关 系;姜 楠 等[30]运 用 多 分 类

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北京市耕地空间变化的驱

动机制。但这些空间统计分析模型多从全局假设的

角度出发,认为空间变量关系是固定的,不随空间位

置的变化而改变。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空间对

象及其属性特征在空间分布上的决定性特征,随着空

间距离增大,其关联作用呈衰减的规律。GWR能够

直观探测这种空间关系的非平稳特性,因此其结果相

较于传统统计方法更加准确[26]。也有学者对相同区

域使用与本研究相似方法进行过分析,宋家鹏等[23]

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了福建省2000—2015年市域尺

度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指数,发现指数总体上呈上升趋

势,形态上逐渐往高级发展,沿海比内陆发展更好,其
研究结果与本研究较为一致,但其未对福建省土地利

用转型驱动因素进行分析。马丽君等[11]利用GWR
模型对中国省域尺度土地利用隐性转型影响因素进

行了分析,将其研究结果关于福建省的部分与本研究

对比,发现存在一定差异,原因主要有:①研究尺度

不同,其是从省域尺度进行研究而本研究是县域尺

度,研究尺度较大可能会使某些信息均一化而不能反

映全貌;②指标选取不同,表征隐性形态指标的选取

并没有标准范式,这也会导致分析结果不同。因此,
进行多尺度研究,制定诊断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标准

十分重要,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龙花楼[31]从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冲突视角提出区

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模式,与本研究结果综合可对其

进行适当拓宽:代表不同部门利益的土地利用类型在

空间上发生冲突,形成驱使土地利用转型发生的驱动

力,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间接影响因素作用力度不断

变化,土地利用形态格局由强冲突逐步变弱,土地利

用形态格局趋于平衡,当社会经济转型带来新的土地

利用形态格局冲突使土地利用转型主导驱动力发生

变化,新一轮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便又开始。

4.2 结 论

(1)福建省各地区呈现出向以发展型经济—生

态安全驱动力为主要动力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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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福建省2000年及2020年间接影响因素对隐性转型作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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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2020年,福建省耕地面积减少最多,为

1749.6km2;建设用地增量最大,增加了2897.45km2;
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由耕地转换而来,其次是林地和

草地。
(3)福建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处于极化状态,形

成了福州—莆田—厦门高级形态区、福鼎—闽侯—仙

游—安溪—诏安,及武夷山—南平—三明—龙岩中级

形态区。
(4)交通密度、城市化为福建省土地利用隐性转型

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作用方向与力度具有时空差异性。
(5)福建省应该加强内陆和沿海、偏远地区和市

区之间的交通建设,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及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同时做深做

实新时代山海协作,充分发挥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

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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